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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贝特的理论源于并长期服务于英国海上霸权实践并成为二战后美国维护海上霸权所尊奉的基本原

则。该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叠加效应往往可以对敌方的战略选择产生强大的结构性约束。只要敌方滑入为其预置

的任何一个战略陷阱，都会自动导入海上霸权国所期待的舰队大规模集结出海的决战目标，进而遭遇一场无法挽

回的失败命运。但问题在于，科贝特的理论体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基于不同情势下最优策略选择所搭建起来

的模块化组合。如果将这一看似机械严整的理论体系———依据不同情势下的优选策略模块组合———进行拆分解

读，就会发现科贝特海上战略理论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的诸多困境。该理论所内蕴的缺陷可能为“反其道而行之”的

弱势海军实现“非对称制衡”提供逆势成长的战略机遇。

关键词: 科贝特 海上安全 海军战略 霸权战略 海权

中图分类号:K10;E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3451(2019)05 － 0099 － 15

The Strategic Logic of Maintaining Maritime Hegemony and its Theoretical Dilemma
———Ｒethinking Corbett's Maritime Strategic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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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rbett's theory originated from and served the practice of British maritime hegemony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becom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maintaining maritime hegemon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can often produce strong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the adversary's strategic choices． As long

as the adversary slips into any of the strategic traps preset for it，it will automatically become the target of large-scale fleet

assembly that the maritime hegemonic country has expected，and then encounter an irretrievable failure．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Corbett's theoretical system is not“one single piece”，but a modular combin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optimal strategy

choic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If this theoretical system，which seems to be mechanically rigorous，is split and interpreted，

Corbett's maritime strategy theory may be found to have many difficulties in practice． The flaws inherent in this theory may

provide a strategic opportunity for disadvantaged naval forces to“act in a diametrically opposite way”to achieve“asymmet-

ric checks and bal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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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战略理论的实践向度讲，如果说马汉的海权理论意味着呼吁美国海上霸权的兴起，那

么科贝特的海权理论则代表着思索英国海上霸权的护持。随着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海

上霸主，角色身份的变化导致其海上战略的指导原则逐渐从马汉式的攫取权力向科贝特式的护持

霸权转化。该进程的第一阶段从 1945 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直持续到 1992 年苏联解体。美国海

军在该阶段严格奉行科贝特海上战略原则并取得了对苏联海军长期的战略优势。
冷战结束标志着美国一超独霸局面的确立。海陆两栖巨大权力优势导致其海上安全的战略

理念也逐渐出现了变化。上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科贝特海上战略原则在美国海军中一度呈

现出淡化趋势。通过对 1992 年《由海向陆———锻造新世纪的美国海军》①和 1994 年《前沿存

在———由海向陆》战略白皮书解读可以发现，该阶段美国海上战略集中体现为“由海向陆”，即强调

滨海威慑、前沿存在、支援陆空部队联合作战等特征。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加速了国际体系权力格局的演变。冷战后“一超独霸”局面

正在逐渐瓦解。在海陆权力相对优势均不断流失背景下，象征着根本性制海权的科贝特海上战略

原则再次在美国受到重视。通过对其 2015 年发布的《推进、参与、常备不懈:21 世纪海上力量合作

战略》②和 2017 年明确提出的《水面部队战略:重返海洋控制》③两个重要文件解读，可以发现，在

大国战略竞争重返国际安全核心议程的背景下，新阶段美国海上安全战略将围绕“重返制海”④、海
权同盟体系联合作战、分布式杀伤等传统海上霸权理念展开。

作为一种海上霸权战略，科贝特海上战略的一般原则对于海权优势方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理论往往为了追求逻辑的美感而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给予最大限度的抽象。因此，逻辑推演型理论

最大的缺陷便在于“理想状态”在实践中经常因缺乏条件而难以发挥用武之地。科贝特海权战略

理论中每一个关键性原则的实施均仰赖于特定的理想化前提，即对手遵循与之相同的战略理性和

进攻性原则。但问题在于，基于这种理性相符原则和“纸上谈兵”逻辑而构建的作战计划在战争实

践中往往可能因遇到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对手而陷入无法实施的困境。对于奉行科贝特海上

战略原则的海权霸主来讲，其大规模诱敌集中出海决战的战略能否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战略对手能否如其所愿地跟随其战略节奏并落入到科贝特理论所预置的战略陷阱，需要祈灵于敌

方的决策层热衷并深度内化西方海权理论，同时以对称性方式将其运用到本国海军建设与海上作

战计划制订之中。因此，如果海权弱势方能够从自身的地缘禀赋与现有成长阶段出发，借鉴科贝

特理论并超越该理论所规约的话语体系与理念窠臼，就有机会实现“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的战略

反制，即通过非对称制衡与防御性进攻不断积累己方战略优势，进而促成攻守易势局面的形成。

一

通过总结近代世界海战史经验并结合英国自身地缘政治传统，科贝特为英国护持海上霸权贡

献了超越时代的理论思考，为海上霸权力量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战略图谱和实现路径。其海上战

略思想可以浓缩为四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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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诱敌集中与诱敌出海原则。争夺制海权的战争与陆上战争不同，其胜负常取决于主力

舰队之间的决战。对于海权优势方来讲，“敌方主力舰队无论何时都是需要攻击的真正目标”①。
但其面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当敌方舰队龟缩于军港之中并在近岸火力与陆基航空兵掩护下采取

守势时，即便是美国这样的海权霸主也难以冒着陆基导弹、战机等超高音速武器近距离饱和攻击

的风险，抵近敌方水域以复制纳尔逊式的攻击。尤其是当形势有利于防御一方时，如果海权霸主

执意发动此类抵近攻击，反倒可能因受到陆基导弹、智能水雷、全自主无人机作战“蜂群”削弱而被

敌方海上力量组织的反击而彻底失去优势。因此，“迫使战略对手的海上力量放弃防御态势并前

出到远离己方海域的远海决战，构成了海权霸主最终获得制海权的根本途径。”②

地缘战略学界通常认为，1916 年日德兰大海战后，德国海军主力长期龟缩在基尔军港毫无用

处，直到最终战败投降也不敢集结出海迎敌。③ 这种和平时期大量投资建设，战争时期却无法出海

决战的海军———1918 年德国投降前命令海军出海决战，海军居然起义了———标志着德国海权战略

规划的全面失败。④ 但是，如果从实施海上封锁战略的海权优势方角度审视该问题则可以发现:当

战争爆发后，躲在本土军港引而不发的庞大海军并非毫无价值。防御的精髓在于反攻，只要这种

态势可以保持进攻精神并发挥这种作战的固有优势———不断积蓄己方力量和士气，同时不断消耗

对方力量与士气———那么主力舰队规避决战本身就具备了扭转局势的潜在势能。相应地，它们对

于执行成本高昂的外围封锁舰队构成了长期威慑并造成趋势焦虑。除非海权霸主能够迫使陆权

大国舰队远离陆基本土出海决战，否则一支强大的外围封锁力量不仅难以达成任何实质性目的，

还可能在长期高度紧张的封锁中逐渐丧失战斗精神。
而对于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的海陆复合型大国来讲，陆基航空部队与岸防导弹阵地———就

像是安泰俄斯汲取无穷力量的大地母亲———构成了其近海防卫的优势来源。尤其是当其舰队无

法独自在海上取得对等优势时，其最好的战略就是依托庞大陆权向海权维度延展的空中力量，诱

导敌人靠近并在积极防御中不断削弱对方力量并消磨对方意志。因此，对于海权弱势方来讲，以

逸待劳的近海防卫———而非千里奔袭的远海集中———往往会与海权霸主形成“海陆 VS 海权”的战

略僵持。
第二，开放封锁与松散集中原则。为了在战时获得一劳永逸的制海权，就要迫使或诱导海陆

复合型大国主力舰队远离本土出海寻敌决战。只有当对手采取集中行动时，海权优势方才能够将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真正掌控形势。而只要敌人坚持舰队分散，就无法实现决战的目标。纵观英

国海上战略运用的历史可以发现，迫使处于劣势的对手将舰队集中，既是其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必

要条件，也构成其海上战略的核心目标。
但问题在于，当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且海权霸主强大的舰队集结使海权弱势方毫无取胜

希望时，这种集中就会诱发海权弱势方分散海上兵力部署。⑤ 对于海权弱势方来讲，化整为零的分

散行动不仅可以避免被集中歼灭的厄运，还能够在维持僵局的情势下以零敲碎打的“非对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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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海权霸主的集中计划，从而为获得局部小规模战绩创造条件。因此科贝特认为，英国人过去

之所以对法国舰队所倾向的分散原则嗤之以鼻，其根本原因并非是这种作战方式有悖海军作战的

基本原理，而是这种抓不到重点的“游击战”方式令急于决战的英国人感到恼火。①

如何防止海权弱势方采取化整为零的分散布局呢? 科贝特认为，通过“开放式封锁”和“松散

集中”可能诱导敌方舰队集结出海决战或冒险出海绕过封锁舰队。一方面，开放式封锁为敌方舰

队离港提供了试探性自由;另一方面，松散集中可能诱导敌方舰队产生封锁力量弱于实际力量的

形势误判。对敌方海域实行长期而严密的贴身防守，即便可以在耗尽己方力量之前耗尽敌方力

量，但却属于一种成效缓慢且成本高昂的消极防御型战略。这就像把老鼠堵在洞里或是把小偷堵

在家里并不能保证财产不再受到损失一样。
同时，只有当严密封锁作为一项公开宣布的威慑战略时———而不是实际运用———它才会产生

预期的效果。如果封锁作为一种预先可以影响对手评估的威慑战略失败了，那么它便丧失了战略

手段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有效联系。② 尤其是这种集中庞大海上封锁力量展现的绝对优势，可能使

敌方舰队更愿意选择化整为零和以拖待变的积极防御。这就意味着，海权霸主所追求的时间短、
见效快的海上决战，因自身严密封锁造成的威慑，而事与愿违地迫使敌方放弃海上决战的前提条

件———舰队集中。③

第三，威胁航线与围点打援原则。如果在近海区域的“开放式封锁”与“松散集中”战略无法诱

导敌方舰队出海决战，海权霸主可以增加对敌方远海贸易航线纵深海域或海外军事基地的威胁，

以期迫使敌方海军执行远海护卫任务并在此过程中削减其作战能力。海权战略也遵循着放长线

才能钓大鱼的诱捕逻辑。为了实现调虎离山的远海决战，对贸易航线的威胁和海外利益的侵占要

确保不将其彻底夺取，而是以将敌人引向决战的方式与其保持一种动态的权势均衡，进而在敌方

决策层塑造一种增加砝码以打破均衡的冲动。④ 这种给敌方以希望的局势将诱导其愿意压上更多

的赌注。在政治正确的国内舆论压力下，海外利益本身可能成为一个不断吸引本土军事力量增援

的填不满的无底洞。
在近代西方，人们时常认为，只要战争看上去依然是很遥远的事情，海军就永远充满了战斗热

情。威廉德国的军队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在和平年代，军事———工业复合体游说政府增加军费

投入的直接理由就是保卫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和日益重要的贸易“生命线”。例如，提尔皮茨在鼓

吹扩充海军时就反复强调，海外贸易对德国生存和繁荣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但当战争爆发后，

德国却在海上贸易“生命线”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凭借陆权同英法俄打了 4 年的消耗战。同时，通

过渲染安全困境和塑造强大的假想敌，来增加其扩充海军主张的合理性。这不仅可能诱发互主性

建构的敌意身份和自我实现的冲突预言⑤，还可能导致战争爆发时海军军方不得不面临骑虎难下

和说话算话的风险。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向海外投入大量的资源并承受巨大牺牲后，更容易出现高

估海外利益价值的认知失调。⑥ 科贝特认为，如果英国将舰队停留在敌方商船返航的必经之路或

直接威胁敌方远离本土的军事基地，这一战略将对敌方海军起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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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对方海军要么成为自身言辞的奴隶而被动出海决战，要么面临来自国内政府和舆论的压力而

被动出海寻敌。①

如果一个国家无法构建全球军事同盟体系，那么当战争爆发时那些零星孤悬海外且无遮无掩

的“前沿据点”“军事基地”或“补给港口”，要么经过徒劳无益的简单抵抗后被掌握制海权的一方

迅速吞并，就像威廉德国时期在胶州湾和太平洋诸军港被英日同盟迅速击败;要么可能被海权优

势方塑造成一个夺其所爱的战略诱饵和让对手不断失血的无底洞，就像对马海战中东乡平八郎建

立起一种局部占优的态势，在该态势下俄国人若想挽回在远东的利益，就必须派波罗的海舰队远

征前来破坏这种态势。②

同理，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美国海军围绕瓜岛进行周密布局，在牢牢控制瓜岛机场情势

下，利用主场制空权优势对日本前来增援的运输部队、护航舰队以及从遥远的拉包尔起飞的战机

中队进行分布式杀伤。为了重新夺取瓜岛，丧失白天制海权的日本海军只能利用夜色每晚从拉包

尔偷偷将 900 名左右士兵(最多一晚运送 4500 人) 和少量物资运抵该岛，有时甚至只能用被戏称

为“东京快车”的潜艇悄悄运送。而对于掌握制海权的一方来讲，当其希望迫使敌方舰队集结出海

保卫远海利益，就会营造一种“虚幻的希望”或“丧失的恐惧”。这种希望宛如强有力的磁石，将与

它战略地位本身不相称的军队吸引至此。敌人越是投入就越无法忍受失败，这能够让赌红眼睛的

对手甘愿留在桌上不断加码，而不是止损离场。③

受科贝特海权理论的影响，深谙其道的英国在历史的重要时刻往往可以超越大多数陆权大国

而做出明智的选择。例如，当 1940 年丘吉尔发现由于不断向欧洲大陆出击和转移，导致英国空军

实力持续受到削弱后，他便果断拒绝进一步履行向法国增派后备航空中队的义务。其理由就是:

“如果我们占领了一个远离本土的狭小据点，那就需要不断为它提供补给。为了守卫这一桥头堡，

我们所有海空资源都会被逐渐吸进这个黑洞。它将由和平时期我们引以为傲的海外资产，迅速转

变为战争时期我们提供给对方作为要挟的重要人质。”④同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面对日本联

合舰队在西太平洋的绝对优势，美国海军明智地放弃增援菲律宾，也是出于海权弱势方避免陷入

敌方“围点打援”的战略止损。
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认为，英国超然的地理位置鼓励了一种似是而非、却极具吸引力

的理念———“英国战争方式”(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其核心思想就是在几个世纪里，每当英

国能够将欧陆繁重的作战任务交给盟友，而将自身主要精力用在打击敌方海外领地和海上航线

时，这种外围战略就可以取得对敌威慑的最大成效。英国外围战略能够长期取得成功的秘诀在

于，无遮无掩的敌国海外领土与没有制海权的贸易航线给皇家海军提供了随意打击的靶子。这种

“海外人质”不仅解释了为何英国同荷兰、西班牙和法兰西这类拥有庞大海外利益国家的战争如此

具有威胁，从另一个角度也解释了为何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其资源主要依靠在欧陆密布的铁

路网，而非四处伸展的海外殖民地———对英国如此具有威胁的原因。⑤

第四，离岸平衡与有限介入原则。从战略属性上讲，海权霸主与陆权霸主之间就像巨大的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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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极熊一样各具禀赋优势。但是，这种海陆“非对称性”意味着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机会直接通

过“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若想打破战略僵局并赢得战争，就需

要遵循地缘政治中的“扬己之短，克敌之长”的“对称性原理”，即陆权大国若想让海权强国屈服就

要战胜对方的海军主力，海权强国若想让陆权大国屈服就要击败对方的陆军主力。① “对称性原

理”对全球海上力量发展最大的影响就是在主要竞争者之间从武器装备到战略理念的高度趋同。
正如当年德国提尔皮茨成功争取国内反对派支持打造庞大的战列舰舰队之理由就是，如果我们希

望取代英国的海上霸权，那么就必须具有与英国相似的海军理念和海军装备。②

倘若战略竞争者之间仅遵循地缘政治中的“非对称原理”，那么双方就均处于一种防御性态

势。倘若其中一方选择了“对称性原理”，那么就代表着一种打破现状的进攻性态势。从功能性角

度讲，由于潜艇力量既不需要制海权的支撑，也无法单独取得制海权，因此陆权大国积极发展潜艇

部队通常被海权大国解读为一种“非对称原理”防御性战略;而航母力量既需要制海权的支撑，也

是取得制海权的保证，因此海陆复合型大国积极发展航母打击群(CSG) 或远征打击大队(ESG) 通

常被海权大国视为一种基于“对称性原理”的进攻性战略。
对于海权大国来讲，地缘政治“对称性原理”的问题在于，一个海权大国单凭自身实力对独占

一块地缘政治板块且防守严密的陆权大国发动进攻的成功案例极为鲜见。正如当俾斯麦被问及

如果战争爆发英国在德国海滩登陆将怎样应对时，他饶有兴趣地回答道:“我会让当地的警察把他

们抓起来。”③同样，在 1915 年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又称:加利波利战役) 中，面对土耳其的岸基炮

火，海上入侵的英法联军遭到了一场惨败(这次不像克里米亚战争有土耳其这样的陆权同盟者或

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在朝鲜有陆上领地)。其战列舰“苏弗伦”号被岸防炮火严重击伤、“奥申”号、
“无敌”号、“狂饮”号触雷被击沉，“巨人”号战列舰、“坚定”号战列巡洋舰触雷被击成重伤。在参

与登陆作战的 48 万英法陆军之中，死伤、失踪、被俘等损失约 25. 2 万人。当其最终不得不向海上

撤退时，大量作战物资被弃留滩头。巨大的水体阻隔效应既能够解释为何近代以来英美这类海权

国家从未被另一个陆权大国跨海征服，也能够解释为何英美这类海权国家从未幻想过征服亚欧大

陆。因此，海权大国若想通过“对称原理”战胜陆权大国，就需要选择符合其地缘类属身份特征的

战略手段。
科贝特认为，海权霸主对陆权大国最有效的“对称性战略”并不是发展一种等量装备与相同理

念的庞大陆军，而是通过陆上结盟的离岸平衡和低强度的有限战争确立一种混合模式。有限战争

必须脱离欧洲战场长期形成的陆战经验，即不以克劳塞维茨式的“打垮”对方或彻底摧毁敌方战争

意志为手段，而是在“边缘地带”以低强度的混合类战争为介入手段。④ 这种思维差异最明显的体

现就是当日俄战争爆发后，所有的欧陆强国都预言俄国将轻易取胜，只有英国基于相同的传统和

禀赋得出了岛国日本有机会通过低强度的手段赢得有限战争的反常结论。事实上，日本在 1895 年

的日清战争和 1904 年的日俄战争中均遵循着“对称性原理”，在决定性的陆权较量中分别战胜了

清国和俄国。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这两场陆上决战中均奉行在海权有效支撑半径内进行有限战

争的基本策略，而没有将战争无限扩展至对方内陆。这与英法在克里米亚击败俄国后———近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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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 5 次入侵中，这一次在边缘地带的混合战争是最成功的———没有向内陆发动更大规模的进

攻异曲同工①。
英国能否最大限度地执行离岸平衡的“外围战略”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在陆上分

散敌方力量的陆权次强国作为盟友。“离岸平衡”是权力均衡与推卸责任的复合体。一方面，从

“平衡”角度讲，由于英国对欧洲没有领土诉求，因此，欧陆列强对它的威胁感知要明显低于周边邻

国，这就使英国在欧陆列强之间更容易实现同盟转换，进而有利于确保权势均衡。另一方面，从

“离岸”角度讲，由于英国远离欧洲大陆，因此，它对欧陆列强权势变化的敏感要明显低于欧陆列强

之间的疑惧。这就使英国可以通过推卸责任而让盟友承担更多的陆上义务。一旦通过海陆联姻

结成了两线作战的军事同盟，海上霸主便具备了打赢一场有限混合战争的重要抓手。
正是对上述四种战略原则的综合运用，为英国长期雄踞海权霸主地位提供了有效支撑。英国

海上霸权的衰落不是科贝特战略理念的退化，而是一个“中等强国”在洲级大国时代因国力式微而

出现的无奈隐退。当这一战略理念被美国承袭后，这一内蕴巨大能动性的理论为其护持海上霸权

提供了全新的助益。

二

科贝特海权战略理论为海上霸权护持勾勒出一幅详尽而周密的战略运用导图。作为一种逻

辑演绎型理论，科贝特海上战略各原则之间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呈现出基于不同情势而层层递推的

系统性特征。通过优化单元结构排列，可以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规模效应。一旦这

一充满“连环套”的系统运行，其叠加效应便可能对敌方战略选择产生强大的结构性约束。只要敌

方滑入为其预置的任何一个战略陷阱，都会自动导入海上霸权国所期待的大规模集结出海决战的

目标，进而遭遇一场无法挽回的彻底失败。但问题在于，科贝特的理论体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

基于不同情势下最优选择所搭建起来的模块化组合。如果将这一看似机械严整的理论体系———
依据不同情势下的优选策略模块组合———进行拆分解读，就会发现科贝特海上战略理论在实践中

可能面临诸多困境。
首先，“诱敌集中与诱敌出海”战略可能因敌方实施“舰队分散与诱敌抵近”战略而面临失效的

困境。如果一国的作战对手是海权霸主———更确切地说是海上霸权的全球同盟体系———那么海

权弱势方抛弃近海主场优势，转而奉行千里征师的“远海攻防”，将导致其远离陆权羽翼的有力策

应。这就如同让一个正处于成长阶段的 13 岁的男孩离开父母的帮助去和 30 岁的壮年男性打擂

台，无疑将对海军战时生存能力提出严重考验。在军事卫星密布的时代，让航速不一、航程不一、
目标极为庞大的联合舰队大规模集中并驶向远海作战，将不得不面临一场格拉沃利纳式的溃退，

以免遭到一场特拉法加式的覆没。
有鉴于此，在海军实力存在明显差距前提下，海权弱势方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避免舰队集中出

海寻求决战，而是通过积极防御以等待有利的局势转机。如果说舰队集中是积极进攻的标志，那

么舰队化整为零的分散则是积极防御的象征。海权弱势方“舰队分散”的益处有三。其一，它使海

权霸主急于通过一场决战一劳永逸地确立制海权的愿望无法实现;其二，保持反攻姿态的积极防

御使海权霸主需要长期在海上维持紧张而庞大的封锁力量;其三，它可能成为促使海权国抵近大

陆的重要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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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弱势方战时将舰队化整为零的防御并非一种被动姿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保持对反攻

的积极期待。海上战略应该服从于整体战略。如果整体战略需要海上力量在某一阶段保持防御，

那么就必须拖延时间等待反攻。舰队分散意味着在力所不逮的情势下保留反攻的“火种”和贮藏

发动反攻的“本钱”。只要本国的陆权势能处于积聚状态，那么“大陆岛”对“离岸岛”的海权势能

也将不断向着前者倾斜。在此过程中，要始终遵循舰队分散的基本原则。阿布基尔大海战、哥本

哈根海战和珍珠港事件的启示在于，即便是在岸防火力有效支撑范围内，在己方军港内的集中也

有被敌方全歼的风险。① 因此，海上力量处于弱势地位的陆权大国不仅应确保舰队紧紧依托陆权

庇护，同时也要避免舰队哪怕在己方近海水域内的大规模集中。
防御和进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两种理念，而是互为补充的内在统一。从矛盾统一性角度讲，

作战的任何一方都必须既包含进攻的元素，也包含防御的元素。如果不以主要战场之外的其他战

线防御作为支撑，主战场的进攻也会受到抑制。② 同理，如果在主战场积极进攻背景下，其它战线

能够积极防御，那么当主战场确立优势时，其它战线也将自动由防御转向进攻态势。
假设腓力二世、路易十四或是拿破仑能够赢得欧陆霸权，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凭借整个欧陆资

源轻易地在海军竞赛中战胜英国。但是，他们没有遵循“陆上积极进攻和海上积极防御并举”的原

则，而是基于“进攻象征着主动，防御代表着被动”理念，在陆权主战场局势尚未分晓之时，将主力

舰队贸然集中出海决战。从拉荷格海战到特拉法加大海战，一系列悲剧都反复证明，在反攻时机

尚未出现时，海权弱势方舰队贸然集结出海决战的代价。③ 这还仅仅是过去的平面战争，而非今天

的立体战争。同理，一战时威廉德国海军之所以放弃集中出海决战，则是等待德国在赢得欧陆霸

权后的反攻时机。尤其是当 1917 年俄国战败退出世界大战后的一年时间里，德国赢得欧陆支配权

的希望明显大于英法。“如果同盟国战胜了协约国，那么从圣文森特到喀山的整个欧洲大陆将都

成为德国进攻英伦三岛的海军基地。”④

对于陆权大国海军来讲，在战略僵持阶段究竟是“诱敌抵近”，还是“外线拒止”与其说取决于

其舰队的作战能力，不如说取决于其陆基导弹部队和陆上起飞的海军航空兵整体作战效能。如果

其庞大的陆权向海洋维度延伸能力巨大，那么“外线拒止”就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战略理念。这种理

念不仅意味着放弃了对敌方海上力量进行主动杀伤的可能性，还意味着承认无力改变丧失制海权

局面的基本事实。如果海陆复合型大国在近海区域具有强大的延伸能力，那么“诱敌抵近”则是一

种积极主动的战略理念。这种理念意味着主动创造“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的条件。主场决战一方

最大的优势就是利用无限的岸基力量。当敌方主力舰队进入到反舰巡航导弹、反舰弹道导弹有效

射程或海军航空兵有效作战半径之内时，从海上发动进攻的一方就会面临“海陆空三维”VS“海

空”二维的“降维打击”。⑤

“诱敌深入”是毛泽东对弱势方如何利用自身主场地缘优势战胜客场敌人的基本观点。他曾

指出:“根据敌强我弱和红军与革命根据地已有相当发展的实际出发，以内线作战诱敌深入赤色区

域，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主张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有利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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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弱点并予以反击。”①在海权大国与陆权大国近海较量中，利用陆权向海洋的延展维度相当于

增容了无限大的航母打击群。例如，在 1941 年新加坡海战中，皇家海军主力“威尔士亲王”号战

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就是在马来亚半岛附近水域被日本岸基飞机击沉的。1942 年 5
月 27 日( 这一天是日本大胜俄国对马海战 37 周年纪念日) 中途岛海战中，面对日本庞大的联合

舰队———以 65 艘驱逐舰为前导，紧随其后的是 22 艘重型巡洋舰和包括“大和”号在内的 11 艘

战列舰，之后是 4 艘大型航空母舰以及 700 架空中护航战机，周围伴随着 21 艘潜艇②———主场

作战的美军积极发挥岸基优势，大批从中途岛陆地和“大黄蜂”“企业”与“约克城”号航母战斗群

起飞的战机共同给劳师远征的日本联合舰队以重创。至此，美日在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攻守易势的

转折局面。
关于舰队分散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分散是基于特定情势和阶段下的权宜之计，那么舰队在

何种条件下才能集结出海决战? 海权弱势方能否实现以弱胜强? 针对这一问题，以徐弃郁为代表

的国内学者认为:“除非拥有与对手旗鼓相当的海上力量，否则即使拥有‘世界第二＇的海上力量，一

旦与排名第一海军强国开战，仍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海军实力

是英国的二分之一，但除了在日德兰半岛海域与英国打了一场海战外，整个大战期间都呆在港口

中无所事事。因此，从海军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角度看，在与‘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

二＇的海军与‘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③

这是单纯从海权“对称原理”和决战思维对海战结果的解读，它成立的前提就是没有任何其他

地缘政治维度的介入。而在现代战争中这很难做到。同时，即便从大规模决战角度讲，这种判断

也忽略了世界海战史中许多以弱胜强的案例。从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到甲午海战，从对马海战到中

途岛海战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正确的战略原则指导下，海权劣势方是可能在防守反击中夺得优势

的。其前提需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与正确的对手进行一场坚定的决战。其中，正确的时

间不是战略防御阶段，也不是战略僵持阶段，而是稳固陆权优势地位后的战略反攻阶段;正确的地

点不是远离陆基羽翼的外线拒止或远海护卫，而是在靠近本土的近海 /滨海充分发挥海陆空天网

相互策应的主场地缘优势;正确的对手是指增加本方的同盟关系，分化瓦解对方的军事同盟，尽量

使对方在孤立无援的条件下作战。因此，对马海战中主场作战的日本战胜了劳师远征的俄国波罗

的海舰队，而中途岛海战则是主场作战的美国战胜了劳师远征的日本联合舰队。历史再一次上演

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格兰的败象。
其次，“开放封锁与松散集中”战略可能因敌方实施“近海袭扰与长线分布”战略而面临失效的

困境。针对海权优势方希望通过“开放式封锁”与“松散集中”战略诱导敌方主力舰队集结出海的

战略，海权弱势方要以“持久战”的心态予以积极应对。一方面，“开放式封锁”与“松散集中”是一

项虚实结合的战略。其“虚”的一面所内蕴的两个弱点，可以被海陆复合型大国加以利用。第一，

开放式封锁难免增加“漏网之鱼”潜入后方袭击商船队和运输线的可能;第二，松散集中需要封锁

舰队长期保持更加高度紧张的状态。在此状态下，来自海上不同方向零散的袭扰———而非大规模

正式较量———对于封锁方士兵体能与精神的消耗更加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越南战争比朝鲜战争

更令美国人头痛的根源，即越战是零散游击队作战为主体，而朝鲜战争是大规模正规军作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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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海陆复合型大国海军依托主场优势，展开对外海松散集结的封锁舰队采取“敌驻我扰，敌疲我

打”战术。以海军航空兵、岸基导弹、智能水雷、全自主无人机作战“蜂群”和潜艇部队在近海对敌

方诱饵舰队和封锁舰队进行诸兵种合成作战与长周期随机袭扰。
在此过程中，要坚决避免主力舰队遵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打赢局部战争的传

统陆战经验———在军事卫星广泛被应用以及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和无人化愈发

明显的时代———以航母为核心的主力舰队大规模集结出海，将正中海权优势方“开放式封锁”与

“松散集中”战略的下怀。只要主力舰队依托陆权优势相互策应、互为一体、严阵以待、拒不出海，

劳师远征一方的制海权就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它就不得不在其沿海长期维持一支开销巨大的

封锁舰队。“近海袭扰”战略进可以消耗敌方士气，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中实现“彼竭我

盈”的“内耗”目标;退可以实现诱敌抵近，以陆制海的“降维打击”，为最终海上力量的决定性反击

积蓄势能。
另一方面，“开放式封锁”与“松散集中”战略存在的两点内在要求———其一，舰队分散数量与

敌方重要军港数量成正比;其二，舰队位置应该与敌方重要军港分布的幅度成正比———也可以被

海陆复合型大国加以利用。如果想最大限度地稀释海权优势方的封锁密度，那么就需要利用海陆

复合型大国拥有绵长海岸线优势，在和平时代就积极筹划军民两用多功能港口和机场的建设，形

成本土军港、机场与导弹阵地的分散化长线布局。军港的“长线分布”不仅有助于分散海权优势方

在各个水域的力量分布，还有助于扩大本方陆权对海权的相对优势，更有利地执行“近海袭扰”战

略。例如，一战时期由于德国在欧陆没有取得绵长的海岸线与分布广泛的军港，因此只要英国看

住德国进出北海的两条海峡，封锁就显得非常容易。但二战时期由于德国控制了大西洋和地中海

沿岸几乎所有的海岸线，军港的“长线分布”甚至能够使德国的潜艇轻易地突破皇家海军封锁，从

而在大西洋以“狼群战术”重创英国海上补给线。
再次，“威胁航线与围点打援”战略可能因敌方实施“内线拓展与外线收缩”战略而面临失效的

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力地证明了，陆路交通运输革命导致“内线”作战的陆权大国战略机动性

与资源整合力明显高于“外线”作战的海权强国。因此，即便贸易航线与海外领地被协约国切断长

达 4 年之久，德国仍然凭借欧洲密布的铁路与公路网络，长期保持着战略优势。海权大国获取外

部资源主要依赖单一的海上运输线。而海陆复合型大国则不同，它既可以利用海上运输线，也可

以利用陆上运输线。因此，海权国比陆权国对海上贸易航线袭扰带来的影响更具敏感性与脆弱

性。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从“南洋”向日本本土运输资源的船只每天都承受大

量的减损，日本仍然要硬着头皮继续维持这一航运“命脉”(参见表 1)，也可以解释二战时英国在

邓尼茨“狼群战术”袭击下面临的海运困境。

表 1 太平洋战争时期“南洋地区”到日本的海运状况

年份 1941(12 月) 1942 1943 1944 1945

运往本土的原油数量(万吨) 5 165 230 100 停运

运往本土的铝矾土数量(万吨) — 29. 8 64. 9 27. 5 0. 2

货运轮船船舱量损失(万吨) 5. 6 88. 5 167 369 172

数据综合整理自:藤原彰:《日本军事史》，张冬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年，第 192—195 页;俞天任:《浩瀚的大

洋是赌场:大日本帝国海军兴亡史》，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年，第 309—312 页。

面对海权优势方彻底切断海上贸易航线或对海外领土军事占领，处于弱势的海陆复合型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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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容易接受战略止损。但是，如果海权优势方没有完全切断其海上贸易航线或没有完全占领海

外军事基地，这种虚幻的希望对于陆权大国来讲则更为麻烦。其海上力量将不得不在“政治正确，

但战略错误”和“战略正确，但政治错误”之间，要么冒着有去无回的风险而大规模集结出海作战，

要么背负软弱怯战的污名而留守本土。
1944 年日本海军就面临着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局。在塞班岛、马里亚那群岛等战役相继失

利后，日本帝国的原油与铝矾土主产区———“南洋地区”———成为了美国引诱联合舰队出海决战的

重要战场。此时，大势已去的日本海军仍无法接受在东南亚“外线收缩”的建议，为了驰援“南线”
的海上生命线，不顾实力悬殊的现实，而孤注一掷地大规模集结出海与在莱特岛登陆的美国海军

展开决战。盟军在莱特湾战役中一举击溃前来支援的日本帝国海军主力。这场“玉碎冲锋”式的

海上死亡行军导致小泽舰队的 4 艘航母全部被摧毁，从此太平洋上再无日本航母战斗群。同时，

日本在菲律宾一带海基与陆基航空力量被消灭殆尽。至此，日本联合舰队在太平洋战争防御阶段

作为一种反威慑力量也无法实现。
在和平时期，远海护卫可以在应对海盗等低风险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为一国海军彰显权力并赢

得荣誉。但在战争时期则可能冒着有去无回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短期内尚无取得

与对手旗鼓相当、分庭抗礼的可能性，那么其最好是主动通过“外线收缩”来避免掉入敌方“围点打

援”的陷阱。以权力界定利益要求在界定海外利益时，根据隔空投送能力以及利益本身的紧迫性

与重要性进行价值排序。舰队本身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构成了一个国家捍卫利益的根

本和未来外交谈判的筹码。保留一支未来可以作为威慑和反击力量的海军力量，就意味着有无限

的机会参与利益的重新分配。形形色色的海外利益则是这一土壤中生出的转瞬即逝的花朵。一

个国家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会因其拥有庞大的反制力量而在媾和中失而复得，但一个国家为了捍

卫海外领土而丧失了反制力量则会在媾和谈判中一无所有。
近代以来，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传统地缘政治中海权对陆权的战略机动性优

势。更确切地讲，密布的铁路网络极大地增加了陆权国从“内线”对海权国“外线”的战略机动性。
每当陆权国受到来自海上霸权的压力，都会通过将战略重心向内陆转移的方式以寻求抵消。“内

线扩展”战略之意图在于通过战略重心向广大的亚欧大陆内部转移，来对冲沿海面临的安全与经

济压力。
当战争爆发后，海权弱势方针对“外线”的“远海护卫”则难以实现。其最明智的方式就是承认

鞭长莫及而无力挽救那些孤悬海外的利益。当海权与陆权之间爆发体系战争后，陆权国面临海外

领地被占领、商船被征用、人员被扣押的现象史不绝书。从七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再到两次世界

大战，抑或还包括那场没有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海权国在战争开始后对陆权国海外舰只的征

收与摧毁，已经变成了双方都有明确预期的常识。例如，当 1939 年英法向德国宣战后，德国的海运

瞬间就消失了。其停留在外国港口内无法活动的船只达 325 艘，吨位近 70 万吨。① 而德国海军部

对此既无力解决，也没有打算予以解决。
任何战略都是有代价的。对于海陆复合型大国来讲，其代价就是忍受战争初期“外线收缩”所

带来的冲击。一旦海上战争爆发，海陆复合型大国对海运的中断以及海外领地的丧失应该有充分

的预估。事实上，即便是所有海运物资中断，对于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的大国来讲也远非达到

生死攸关的影响。未来长期对抗取决于亚欧板块内陆巨大的腹地国家能否对它保持善意中立或

与之结盟。如果能够争取到这一地区陆权次强国的善意中立，那么海权国的封锁就将归于无效，

即它无法达到迫使对手屈服的目标。如果陆权大国在同海权霸主的战略角力中能够确保周边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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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次强国的善意中立，那么就能够通过“内线”源源不断地获得与海权体系长期对抗或争取有利媾

和的筹码。
最后，“离岸平衡与有限介入”战略可能因敌方实施“攻其必救与歼敌勿尽”战略而面临失效的

困境。海权霸主推行离岸制衡最重要的抓手就是寻找可以相互借重的陆权盟友。这种海陆联姻

既构成了“对称原理”下海权霸主最终战胜陆权大国的基础，也隐含了两栖同盟最大的弱点。海权

霸主最大的弱点就是其首当其冲的陆权盟友。在主权零死亡时代，军事同盟在长期交往中遵循多

次重复博弈的基本原则和“一报还一报”的互动模式。在一个由“熟人”构成的国际社会中，同盟义

务与战略信誉使得海权霸主很难在战争中冒着背信弃义的风险拒绝驰援处于困境的盟友。如果

海权国坚持履行同盟义务，派兵承担陆上作战任务，那么就可能暴露海权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 19 世纪漫长的岁月里，英属加拿大(1867 年从殖民地变为英国自治领) 在北美长期扮演着

一个有用且不可或缺的“人质”角色，美国海上安全极大程度得益于此。①同理，1945—1949 年期

间，美国独自垄断核武器却不敢对苏联先发制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美国安全极端重要的西欧盟

国成为了苏联重装陆军的“人质”。美国可以被视为欧亚大陆外围的离岸岛。一旦任由苏联控制

了西欧盟友，共产主义阵营的钢铁产量、造船设备、熟练工人发电量和化工产量、科技人员和工业

基础都将增加一倍，美国将独自面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权势威慑。② 1948 年初，美国在西欧地区的陆

军缩减为 9. 8 万人，而同时的苏联在欧洲地区的陆军则达到 410 万，这还没有将其东欧盟国的 120
万军队计算在内。③ 因此，即便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美国对苏联享有核优势，但苏联巨大常规军事

力量和中短程核武器对其西欧盟友的威慑也令美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西欧盟友的重要性导致

苏联在“人质博弈”中享有了美国曾经对英国的战略威慑，这构成了上世纪 50—80 年代陆权霸主

苏联反制海权霸主美国的重要筹码。④

“避实击虚，攻其必救”，语出《孙子兵法·虚实篇》。“避实击虚”是一种“扬己之长，克敌之

短”的战略。在战略僵持阶段，面对战略对手构建的两栖同盟，海陆复合型大国需要避开其不占优

势的海上决战，转而谋求在其占据优势的陆地向海权霸主的陆上盟国发动攻击。从近代法国提供

的反面教材来看，它同海上强国的每一场战争都要将其力量一分为二。一方面，在弗兰德斯、德意

志或北意大利进行其擅长的陆战，另一方面又要在英吉利海峡、下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和印度洋进

行其不擅长的远海作战。它在虚实两个战略维度之间的摇摆不定，成为其常常面临“两头落空”悲

剧的重要原因。⑤

通过“攻其必救”迫使海权霸主，要么背弃盟约，放弃对陆权盟友的支援，从而让其他潜在的大

陆结盟者要么放弃幻想，从“限制权力”的制衡逻辑转型“融合威胁”的结盟逻辑;要么为了维护战

略信誉而不断追加对陆权盟友的支援力度。前者意味着，一旦基于“融合威胁”的大陆同盟得以构

建，其绵长的海岸线和数量众多的沿海基地会彻底撕碎海权霸主的封锁链条。后者意味着，这种

“以己之短，克敌之长”的战略选择可能将其不断拖入难以自拔的泥沼。
倘若海陆复合型大国对自身的陆权优势拥有充分的信心，那么“歼敌勿尽”则是确保其通过陆

战长期消耗海权国实力的重要前提。将对手留在陆上———而不是将其彻底赶回大海———其目的

在于拖住海权国令其不断为盟友加码和在陆战中持续失血。1940 年，当欧陆权势完全倒向纳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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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后，关于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为英法同盟在欧洲大陆的前沿据点输血的问题，战时英国首相丘吉

尔如是作答:

如果希特勒聪颖绝伦，就应该减缓进攻法国战线的速度，或在敦刻尔克之后沿塞纳

河一线休整三四个星期，其间加紧进行侵略英国的准备工作，这样他便有了极大的斡旋

空间，从而使我们陷入他的圈套，进退维谷: 要么抛弃饱尝苦难的法国，要么为了法国而

耗尽我们将来生存所依赖的最后资源。我们越支持法国继续战斗，我们对法国承担的援

助义务就越多，而英国本土防卫的一切准备工作就越难实现，尤其是关系英国存亡的二

十五个战斗机中队也更难保存。在最后这点上我们决不妥协。然而，一旦拒绝，必将引

起正在苦苦挣扎的盟国极度反感，从而危害两国的利益关系。希特勒毕竟不是天才，所

以我们一些高级指挥官，在谈到现在如此简单的新局面时，甚至有些轻松安慰。正如一

位伦敦军人俱尔部的服务生对一个无精打采的会员所说: “先生，无论如何我们已进入了

决赛，而且是主场决赛。”①

而正是希特勒对敦刻尔克最后的攻击，帮助英国彻底摆脱了在战略信誉和战略现实之间的两

难困境。
“攻其必救”与“歼敌勿尽”原则的启示在于，海陆复合型大国能否在大陆外围的“边缘地带”

构造一种让对手相信的“多米诺疑惧”或“温泉关推论”，以至于迫使海权国陷入到长期的陆上战

争。亚欧大陆外围突出的“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中长期被视为陆权进攻海权的“走廊”或“跳

板”———欧洲低地国家对于大英帝国的安全、朝鲜半岛对于日本的安全、中南半岛对于澳洲的安全

都会进而影响到海权霸主自身的安全认知———也成为迫使海权国滑入“攻其必救”陷阱的重要

手段。
海陆复合型大国的地缘安全主要仰赖内陆“心脏地带”的善意中立，而非外围“边缘地带”的善

意中立。内陆“心脏地带”的反抗会导致其在“后院起火”的情势下陷入海陆两线作战的“腓力陷

阱”②，外围“边缘地带”的反抗则是吸引海权国“由海向陆”与“战略抵近”的重要手段。因此，海陆

复合型大国应通过对亚欧大陆内陆国家持续展现外交善意，确保其不会因受到威胁而同海权国结

盟，同时，对亚欧大陆边缘与海权国结盟的国家保持足够的威慑。例如，一战时，德国对比利时的

进攻成为了英国参战的直接理由;二战时，法西斯国家对英国盟友希腊的进攻促成了其向巴尔干

地区派遣陆上远征军并损失惨重;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陷入的两场重大战争———朝鲜战争与

越南战争———其背后都遵循着类似的“多米诺疑惧”。
“歼敌勿尽”原则意在探讨是否将登陆的海权国军队直接“扔回大海”而彻底割裂，还是将他们

“留在滩头”而长期消耗。对拥有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大国来讲，显然后者更为合理。二战中德

国的失策就是在其具备陆权绝对优势的情势下，将英国在法国和希腊的部队赶进了大海。而越南

战争对于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个巨大收益就在于它用“同盟义务”长期将美国拖在这一地区进行消

耗———它总共导致了 5. 822 万名美军阵亡，15. 3303 万人负伤，另有 1643 名美军失踪。1965—1975
年间，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直接开销共计 1110 亿美元③以及战后创伤综合症引发的国内社会问

题与精神沉疴———并构成了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力量衰落、美苏攻守易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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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界是转化过程的集合体。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点上，都包含着延续性和变革性内容。具有

穿透力和前瞻性的军事理论研究，不仅必须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同时还必须关注国际安全背景的演变及其带来的限制条件的变化，把握重大问题发展演变的

内在线索和逻辑，并形成系统性和可验证的知识体系。①

战略研究应关注地缘政治中具有基础特征的延续性要素，同时兼顾具有划时代特性的变革性

要素。虽然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的问世———使地缘政治的博弈空间扩展到海陆空

天网等多维空间，但作为承载人类活动的海洋和陆地仍然构成了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基础维度。而

其他衍生维度仅起到在此基础上增强海权或陆权的战略机动性的力量倍增器效果。衍生维度既

是这两大基础维度互动的延续，又引领着两大基础维度互动方式的变革。一方面，对于地缘类属

身份的划分仍然延续了“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而始终没有出现“空权强国”。这意味着两大

地缘政治基础维度仍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从这一角度讲，海陆仍构成当今地缘政治博

弈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其它地缘政治维度作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

在海陆两大维度基础上的高度集成。
人类从单一的陆地走向海洋本身就源于技术的进步，而网络为人类开辟的新空间则比有形的

海洋更加宽广无垠。随着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在战争中的加速应用，这种趋势正在将海陆二维地缘

政治互动推向了更高的竞争维度。在“海陆空天网”多维地缘政治时代，即便海权弱势方奉行舰队

分散原则，也可能面临海权霸主舰队在不抵近的前提下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或远程战略轰炸

机发动更高维度的打击。尤其是在体系大国纷纷退出《中导条约》的时代背景下———其目的是为

其大规模生产、列装以及在陆权支配性大国周边大规模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扫清法律障碍———海权

霸主对海陆复合型大国弱势海军将具有更大的战略威慑。
中程弹道导弹在射程(空间急剧缩短)、速度(时间急剧压缩) 和精度( 打击更加精准) 上对陆

权大国弱势海军在未来海战中的生存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一旦未来海权霸主在陆权大国周

边国家或海域增加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就会对其海军在冲突时可能采取的“近海防卫”
形成有效破坏，同时将增强对海权弱势方威慑升级的可能性，并造成即使其航母打击群拒绝大规

模集结出海迎敌，也可能在港口内面临潜在的中程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饱和攻击的风险。因此，

科贝特时代基于“大炮巨舰”的战略原则可能因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以及无人作

战机蜂群在未来战争中的广泛应用而面临新的理论发展需要。如何增强陆基、海基综合反导能力

将成为未来陆权大国维护弱势海上力量安全的关键要素。
鉴于地缘政治新维度对权力竞争的巨大影响，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

认为:“下一个‘珍珠港事件＇可能来自网络攻击。”②数字鸿沟正在拉大国家间的差距，使我们虽然

处于同一个世界，却又经历着不同时代。未来战争中的“降维打击”意味着海战能力的评估不再遵

循传统的吨位加减法，而是在颠覆性技术影响下的除法原则。当优势方(分母)在颠覆性技术影响

下出现数量级的增长后，劣势方(分子)在比值中的权重就可能无限趋近于零。甚至在某一个地缘

政治维度里极其微小的优势都可能决定到整个战争的结局。这意味着矛盾次要方面在条件成熟

时有可能向主要方面转化。这要求我们去理解科贝特战略哲学时效性背后的精神内涵，而不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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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论刻舟求剑式的生搬硬套。
作为一种对国际战略中长期反复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规律性总结，海上霸权战略理论的价值不

仅体现在解释和预测，也体现在建构和教化。当人们高度内化某种理论的知识以后，这种知识就

变成了一种共有观念，进而影响行为体的政治实践行为。作为近代海上霸权战略理论的集大成

者，朱利安·科贝特关于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不仅是对过去海权兴衰的历史总结，其对于今天海

权国经略海洋霸权也起着深远的影响。而对科贝特理论在实践中的困境分析，则可能为处于成长

阶段的弱势海军在未来的较量中规避战略风险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最后，研究近现代海战史经常会令人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愚蠢的国家从自己的失败中积累教训，而聪明的国

家则从他人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海上力量的兴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人们常常讲到“百年

海军”的重要原因。对科贝特海上战略理论在实践中的困境分析，其目的就是为弱势海军在防御

性进攻理念下规避战略陷阱与增强制衡能力寻求有效的路径。诚然，上述观点虽然不能保证海陆

复合型大国的必然成功，但却为其在与海上霸权国较量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合理选择，以增加其

赢得竞争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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